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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言说与自我表达：缠足女性日常生产劳动探析
———以山东淄博地区为例

赵天鹭

摘 要： 近代以来，缠足被当作损害女性身心健康乃至国族衰微的祸首的观点，只是“他者言说”，缺
少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与切身感受。通过对山东淄博地区缠足女性及其亲属的调查研究，并对缠足
女性的“自我言说”进行挖掘，来展现缠足对女性身体与日常生产劳动所带来的实际影响。 研究发现，
当地缠足女性早年主要从事各类家庭劳动，而非农业劳动，这既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遵循，也证实了
缠足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化劳动时期，缠足女性被动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开始承受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并存在鲜明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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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是中国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
内容，海内外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国内以高洪
兴的《缠足史》、杨兴梅的《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
缠足的历程》等专著较有代表性，海外则以美国
学者高彦颐的新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
的演变》一书引人关注。在论文中，内地学者吕美
颐、梁景时、杨念群等，台湾学者吴文星、林维红、
苗延威等人的成果颇有新意。遗憾的是，这些成
果大多未采用珍贵的口述资料，缠足女性的“自
我言说”价值难以呈现。为扭转这种局面，笔者自
2009 年起先后走访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

镇、博山区池上镇和博山镇所辖部分村落，搜寻
缠足女性及其亲属的口述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

写了系列研究论文。[1][2][3]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山东军阀韩复榘已在

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放足运动，然而对山村地

区的影响十分有限。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
地、解放区开展放足运动，不少缠足女性在 40 年

代中后期为支援人民战争事业而选择了放足。战
争时期生存环境的艰难、社会风气的改变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需要，

均加速了缠足风俗在该地区的消亡。
本文聚焦于缠足女性的日常生产劳动问题，

探讨缠足对该群体的身体及其日常生产生活所

造成的影响。根据调查，缠足的确对女性身体造
成了一定的损害，强化了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模

式。缠足女性无论在婚前还是在婚后，大多在家
中从事家庭劳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化时
代的到来，缠足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各式各样的

生产劳动。尽管大多数缠足女性此时已经放足，
然而能否胜任各类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一、他者言说：近代反缠足主流话语之
生成

缠足起源于何时？高洪兴辑录古代文献记载，

列出多达 10 余种说法。 [4]1-6 不过，这些说法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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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可靠的文献佐证，难以理清缠足的起源。宋
代以来，缠足风俗日盛，至明清时已达极盛。明人
胡应麟尝云：“宋初妇人尚多不缠足者。至胜国而
诗词曲剧，无不以此为言，于今而极。至足之弓
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艳羡。”[5]122 清初，满族统治者
虽然曾一度颁行禁缠足的法令，但是这些禁令最

终都难以奏效，往往无果而终。
缠足之俗长盛不衰，不仅在于它是两性共同

确立的审美标准，而且与传统礼教相联结，承载

了更多的文化与性别意涵。高彦颐指出，与其说
缠足对女性是一种身体上的禁锢束缚，毋宁说它

是一种精神上的导引教化。儒家对女性的要求可
以概括为“三从四德”。其中，“四德”在于训示妇
女培养一种内敛型的人格及身体取向，而缠足有

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经由缠足的行为过程，使
得“内外有别”的理念被具体地呈现在女性的身
体取向上，其所构建的内敛型人格与生活空间，

形成一个“妇女 = 内人”的性别理想。[6]181 此外，缠
足是上层女性用以区别下层女性的身份标识。清
吴震方《岭南杂记》记载：“岭南妇女，多不缠足，
其或大家富室闺阁则缠之……下等之家，女子缠
足，则皆诟厉之，以为良贱之别。”[7]9-10 缠足成为
大家闺秀尊贵身份的象征，不仅显得比普通劳动

女性更加秀美、端庄、有教养，还意味着可以养尊
处优、不必整日奔波劳碌。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国家科学技术与思想观

念的传入，缠足风俗开始受到冲击，中国人对缠

足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缠足的文化荣光不
复存在，反而成为国耻的象征、妨害国族存续的
祸端。随着新闻报道、摄影技术、医学、X 光扫描
以及博览会等新鲜事物纷至沓来，缠足成为一种

可以被观看、测量、研究甚至公开展示的事物，其
隐秘性被剥离殆尽。与此同时，新式视觉科技也
被西方人拿来重新建构中国人对缠足的认知。
“视觉化的缠足在帝制晚期里逐渐被建构为‘视
觉知识域’上某种邪恶的存在：在病理学的建构
上，缠足意味着有机体（个人）和社会有机体（国

族）的肮脏和病症；在殖民人类学的建构上，缠足

被视为一种野蛮民族的记号；以及在美学的建构

上，缠足则被形容成一种不忍卒睹的丑恶品味。”[8]

西方人对缠足的批判，有着鲜明的宗教立场

与科研关怀。早在 1829 年，英国外科医生库伯发
表了一篇关于缠足的医学报告。1835 年，该报告

被转载于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
上。裨治文对此评论道：“在中国的民族性的和家
庭内的风习中，可以发现其道德体系之缺陷的充

足证据。不仅其人民的心灵，而且他们的身体，亦
因其违背自然的习惯而被扭曲和变形；造物主为

了其创造物的利益而制定的身体和道德的律法，

在这里被歪曲，如果可以的话，还会被湮灭。”[9]537

这种颇具宗教与道德意味的说教，与科学研究互

为表里，共同形塑了晚清时期来华西人对缠足

的看法。无独有偶，1874 年，服务于广州教会医院
的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诊治了一位缠足女性，

她的双脚因组织坏死而脱落。此前，嘉约翰曾撰
文抨击道：“残酷的缠足会带来长期的苦痛……
它使得受害者终身不良于行，夺走她们的许多人

生乐趣，使她们不适合工作，无法自立，身体羸

弱，缺乏活力，缩短寿命，而且也不能孕育出体格

强健的下一代。”[9]169 晚清时期，类似嘉约翰的言
论经由传教士的广泛传布，最终被中国知识分子

所接受。
晚清以来，男性知识分子一直将缠足视作野

蛮与国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缠足不仅导致女
性身体不适，而且阻碍她们接受新式教育和新鲜

事物。这样的女子成为母亲后，孕育不出合格的
国民。没有强健的国民，自然无法应对充满竞争
的国际环境，民族的存续就会越来越困难。许多
支持反缠足运动的改革家、官僚也发出了上述言
论。如康有为曾言，缠足“且劳苦即不足道，而卫
生实有所伤，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

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弃世体弱，是皆国民也，羸

弱流传，何以为兵乎？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

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
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11]509 袁世凯
也认为，“今缠足之妇，气血羸弱则生子不壮，跬
步伶仃则教子者鲜。幼学荒废，嗣续式微，于种族
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12]233 在
进化论、卫生学等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晚清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将“弱国弱种”的标签贴于缠
足之上，言之凿凿，不容置疑，形成了一套牢不可

破的“科学话语”。科学话语的胜利，将缠足打入
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影响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

缠足的认知。在“强国保种”的逻辑下，天足女性
寄托了男性知识分子洗刷耻辱、重振国族的政治
理想，而反缠足也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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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议题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权主义思想与妇女

解放运动得到了长足发展。“受父权压迫的女性，
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成了当时遭受屈辱

的根源。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被赋予了如此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可

置疑的历史真理。”[13]1-2 于是，女性被泛化为饱受
封建压迫的人，亟待被解救。一些撰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女权主义文章不乏对缠足的猛烈抨击：

“缠足这件事，是一种肉体的精神的二重压迫，使
妇女感到苦恼而不能言。美其名为‘装饰美观’，
却暗教以屈从和忍耐，以博大众赞美，且以婚姻

为要挟，所以缠足是封建社会男子麻醉妇女的鸦

片，也是将妇女灭个干净的毒酒。”[14] 缠足“封建
压迫论”的提出，彰显了民国时期包括知识女性
在内的知识分子对女性现实人生的关切，也体现

了部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上述论断的影响延
续至今，成为当代中国人评价缠足的主流话语。

二、男女有别：缠足女性的日常劳动与
性别分工

尽管近代中国反缠足思想很少受到质疑，然

而事实的真相有时又显得扑朔迷离。不少来华西
人发现，缠足似乎并没有给所有的中国女性带来

无尽的痛苦，这多少让他们感到意外。如英国传
教士美魏茶所说：“如果紧裹的双脚真有痛苦与
不便的话，活生生的现实会使你感到惊奇，女人

每天可以步行几英里……无论是以三寸金莲摇晃
行走的年轻妇女还是在街道上嬉戏玩耍的小女

孩，脸上都没有我们期望的那种痛苦表情。……
我看见一群卖艺人中一位妇女用两只小脚直蹬

着一张四条腿的桌子平衡在空中，并用两只脚轮

番转动桌子，但丝毫没有痛苦的样子。”[15]114 除非
亲眼所见，即使是严谨而理性的科学研究，有时

也会与先入为主的经验相左。自 19 世纪末以来，
还有不少医生致力于对缠足进行医学上的检视，

医学手段日益先进，研究内容也从脚扩展至脊椎

与骨盆等部位。[16]79-94 但是，这些研究很难完全印
证嘉约翰的论断。缠足对于女性身体的损害，似
乎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
那么，是否如近代中国反缠足言论所强调的

那样，缠足对女性身体普遍造成了严重的戕害，

使得她们如同残废之人呢？对现今依然健在的缠

足女性及其亲属进行调查研究，似乎是解答上述

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随着口述历史与人类
学方法的引入，海外学者对缠足女性日常生产劳

动情况的研究有所突破。如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
类学系教授宝森对云南禄村的研究[17]，以及美国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葛希芝等人对四川、福
建、台湾、陕西等地的研究 [18][19] 等等。不过，他们
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经济因素对缠足始末的影

响。他们认为，在近代商业与技术革命的压力下，
中国乡村家庭纺织生产越发难以获得稳定丰厚

的收益，缠足女性“快手慢脚”式的家庭劳动随之
消亡，缠足也因之终结。
上述观点深化了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缠足风

俗衰落原因的认识，尽管如何评估经济因素的作

用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而对缠足女性日常生产
劳动的调查研究，似乎仍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事
实上，除了有助于培养女性形成内敛型人格，缠

足还有效地强化了两性在日常劳动中的性别分

工。缠足虽不会完全禁绝女性外出，却也增添了
一种行动上的不便，致使退居闺阁中的缠足女性

更多地从事家庭劳动。依据刘晓丽等人对山西碛
口镇女性的调查成果显示，当地的缠足女性无论

在婚前还是在婚后，参加手工业劳动的人数都明

显高于参加农业劳动的人数。缠足降低了女性参
与农业劳动的可能性，使她们从田间劳动中退

出，更多地从事生育、家务和家庭手工业等劳动。[17]

于是，传统时代“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
性别分工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
在笔者调查的淄博地区，缠足对性别分工的

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少缠足女性表示，自己
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从事田间的农业劳动（当地人

称之为“上坡”）。“早年的妇女没有上坡的。那时
候的闺女没有上坡的，不缠脚的也不去，那时候

不兴上坡。”由此可见，女性不事农业生产劳动，
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其是否具备这个能力，

而在于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女人（孩）该做的

事，即不符合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以及“男女有
别”的社会性别规范。“再生产男性统治和男性观
念的主要角色无疑属于家庭；对劳动的性别划分

和对这种划分的合法表象的早期体验是在家庭

中被规定的，这种划分由权利保障并被纳入言语

之中。”[21]125

然而，该地区缠足女性并不是食利者和分利

99— —



者。她们所从事的日常劳动主要是诸如推碾、推
磨、喂牲口、摊煎饼、洗衣、挑水、掏菜、做饭、纳鞋
底、绣花、制衣、看孩子等名目繁多的家庭劳动。
上述技能大多需要在娘家从女性家长处习得，并

要做到熟练掌握，以便在出嫁之后服务婆家。至
于农业生产劳动，除非家中缺乏足够多的男性劳

力，否则缠足女性的家长们不会轻易安排她们参

加。在一些家境不甚宽裕、需要更多劳力进行农
业生产劳动的家庭中，一些缠足女性的家长因为

需要女儿（媳妇）帮忙种地而不愿让她们缠足。这
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缠足的确有不利于从事农

业生产劳动的一面。这些缠足女性的长辈大多没
有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不太了解近代中国反缠足

的思想主张。他们反对缠足原因，往往是出于现
实生活的考虑。如冯延贞幼年丧父，被送到北博
山村，做了童养媳。由于战争年代生活艰苦，她不
得不听从公公的要求，放足劳动。此后，她又举家
逃难到东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才返

回村庄。
农业生产劳动需要持续消耗大量的体力，而

对那些缠足时间较长、足部严重变形的缠足女性
来说，无疑充满了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有过农业劳动经历的缠足女性，其原因大多是

家中唯一的男性劳力突然去世导致的。如黄长梅
在追述自己婆婆的早年经历时，提到她因丧偶而

不得不亲自“上坡”干活的窘境：“俺那婆婆就跪
了刨地，那个时候痛苦。那脚就丁点点小，她站不
住。她那儿子才 10 岁，领到那刨……手里没钱，
雇不大起（人）。”又如姬秀清在 30 岁出头时，也
因丧夫而被迫种地。由于她的脚太小，连过河都
要靠别人背过去，自己刨地干不完，还要再花钱

雇人帮忙。留在家里的孩子们还经常饿得到农田
里去寻她。这一切都让她倍感艰辛。
需要指出的是，缠足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劳动

不一定比农业生产劳动更为轻松。一个不容忽视
的事实是，许多在战争时期参与过社会公共事务

的缠足女性，在婚后往往因不堪家庭劳动和社会

公共事务的双重压力而选择回归家庭。一些在战
争年代积极投身革命、入党并担任基层妇女领袖
的缠足女性，最终被养育孩子的重担所拖累，不

得不选择退出公职。一些身体较好的老人则表
示，她们对党的工作仍然难以忘怀，若不是现在

年纪太大，村里的领导不允许，她们还想继续做

下去。

三、新生活：集体化时期的缠足女性与
农业生产

淄博地区的缠足女性在民国时期大多主要从

事家庭劳动，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

经开展了旨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

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在老解放区
和收复区继续实行，直到 1951 年 11 月，淄博市的

土改工作宣告结束。 [22]330-337、363-368 [23]38-43 不过，对当
地的缠足女性来说，尽管她们大多数人的阶级成

分被划为中农或贫农，即使分得了土地，也不直

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因此，土改带给她们的影
响似乎并不显著。
淄博地区缠足女性大量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

时间，约始于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相似，淄博地区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至 1957 年底，高级社在博山农村地区普遍建立起

来。此后，地方政府继续响应中央的号召，在农村
地区建立人民公社，并对行政区划做出调整。
1958 年 10 月，省政府撤销博山县，将南博山、郭
庄、源泉、池上 4 个人民公社划归博山区。至该年
年底，博山区组成了 11 处人民公社，实现了全区

公社化。[24]34

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进行社会生产的逻辑出

发点，大体上遵循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

想的观点。他们相信，对妇女的特殊压迫主要是
由她们在家庭内的传统地位造成的，即不允许妇

女参与社会生产，使她们陷入家庭这一私人领域

的劳动之中。[25]287 正如恩格斯所言，“妇女解放的
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

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

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
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

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

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
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
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6]87、185

因此集体化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劳
动光荣”的旗号下，女性被动员走出家门参加社
会生产，然而社会和男性却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家

庭劳动的责任。当时的妇女解放理论过于看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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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对女性的家庭劳动缺乏

足够的关照。广大女性不得不在参与社会劳动的
同时，继续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并忍受男女两

性在劳动分工和分配中的不平等关系。 [27]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淄博地区的缠足女

性也被广泛动员起来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她们开
始了入社、“上坡”、挣工分的新生活。然而，这一
运动真的为她们带来了彻底的解放吗？尽管绝大

多数的缠足女性此时已经解放了双足，但放足之

后的身体能否适应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劳动，则存

在着十分明显的个体差异。对那些缠足年纪较
大、缠足时间不长即放足的缠足女性来说，她们
的脚在解放之后变得和天足差别不大，自然可以

顺利地承担工作。如崔在英和刘玉英不仅可以较
为轻松地从事生产，还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村

里其他女性“上坡”干活。尝到甜头的崔在英感到
如释重负：“大脚多好，不疼也得劲，干活得劲！”
不过，与其他男性相比，她们也是半劳力，至多能

挣七八个工分。
虽然无法挣得与男性等同的工分，但一些缠

足女性在劳动中充分展现了个人能力，在某些领

域甚至超过了男性。如李玉田对妻子花成芬的工
作能力赞不绝口，说她纺麦秸可以顶十几个妇

女，做其他的工作时也能顶七八个男人。在努力
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花成芬还继续承担繁

重的家庭劳动。对此，李玉田也是充满了感激：
“这老太太都受了屈，吃了苦了，很不容易。那个
时候晚上趴在煤油灯上做针线，做鞋、做袜、做衣
裳。清晨早起来，男的在家，叫他听着孩子，省得
摔下炕来，她去推碾推磨。白天还做饭……做八
口人的饭，还能挣好几个工分呢……还得梳麦
秸、扒棒槌子，都黑夜干啊……家里的活，她啥也
不叫我干，我只要是办（完）了来家，她就不叫我

管了，她说，‘我来弄就行。’那时候分粮食，她自
己就拿 200 多斤。”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我们曾问他为什么年轻

时不喜欢小脚，并力劝妻子尽快放足。他回答道：
“缠脚不好，不能抗日。男女平等，从政治上、劳动
上都得平等吧？你不劳动，光在家里，不能干，光

做饭。”李玉田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本人早
年接受过根据地的社会教育，这番话也在不经意

间同共产党的主流革命话语相暗合。然而“缠足
不能抗日”并不是一个事实，战争年代确有不少

缠足女性在支援战争时并没有完成放足；而缠足

女性进行家庭劳动，也不能说是不劳动或不能干

的表现。
从传统到现代，女性家庭劳动的价值并没有

得到国家与社会的普遍认可。传统时代基于“男
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女性的纺织工作不仅能为
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其生产的织物还是国家财政

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女性的家庭劳动
曾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28]139-214 美国学者贺萧指
出，近代以来，随着思想与社会的激变，原本被视

为国家基础的家庭，转而成为国家贫弱、落后的
象征。因此，将妇女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以便充
分发掘其潜能，成为历次现代化改革与革命事业

的应有之义。集体化时期，家庭最终成为完全的
私人领域，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价值被抹杀，家

庭生活也在国家主流革命话语中隐而不见。[29]257-281

在主流话语的支配下，当地不少村民对缠足

女性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她们是
封建制度的受害者，被禁锢在家庭之中，是无法

从事劳动的“残废”人。而她们家庭劳动的价值不
仅不被肯定，甚至不被定义为真正的劳动。心理
学意义上的刻板印象，指的是对一群被赋予同样

特征的人的分类；当个人因其是某一特殊群体或

某一类人群的成员而被他人归类为具有某种共

性时，刻板印象就产生了。刻板印象的目标群体
是易于识别的，而且处于相对的弱势；人们在很

大程度上认同这个群体具备的某些特征；刻板印

象对这些群体的描绘通常是不正确的，而错误的

观念又是难以更正的。 [30]523[31]64-65

当缠足在淄博地区成为一种行将消逝的风俗

时，缠足女性得以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群体中被

剥离开来，成为一种可以被归类、歧视、误解的人
群。李玉田没有在意自己略显矛盾的表述，或许
在他心里，已经放足的妻子早已不属于他批判的

小脚女人了。又或许，他在不经意间向我们流露
了两种自成体系的叙事模式：一种是对官方主流

话语的转述，而另一种则是基于生活经验而得来

的真切感受，二者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他对缠

足女性的认知。当聆听过他对妻子的赞美之后，
我们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不帮妻子多分担一些家

务，他辩解道：“她怕我累。我还在队里干，她不容
易。”对他来说，公开承认自己在家庭劳动和社会
劳动方面的工作能力都比妻子大为逊色，或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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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很难为情的事。总之，只有将来自他者的两
种不同叙事模式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揭示更多的

历史真相。
不过，像花成芬一样同时胜任繁重的家庭劳

动和社会劳动的缠足女性，只是极个别的现象。
对许多人来说，她们即便放足也无法像天足女性

那样工作。“大脚的挣七八分，小脚的不能挑，吃
亏。”“大活干不动，小脚白搭，（只能）挑挑担担，
掰棒子，烧火呢。”缠足不利于农业生产劳动的一
面，在此次运动中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
随着“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的持续开展，村里
的男性劳力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外出从事博山的

煤矿开采工作或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而留守
村庄的女性，包括缠足女性在内，不得不因劳动

力的短缺而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此外还要

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落在她们身上的负担更

沉重了。
相对而言，一些年龄较大的缠足女性在面对

这一困境时，处理得反而轻松一些。这是因为她
们的孩子年龄更大，只要假以时日，孩子们就可

以帮忙去挣工分，自己便可以回归家庭。如任玉
英就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坡”，自己留在家里为他
们做饭。而对一些更年轻的缠足女性来说，繁重
的工作简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磨。李英爱的丈
夫在“大跃进”时期担任公社大队长，带领村民修
水库、修桥，常年在外工作。李英爱不但要照顾公
婆和两个孩子，而且要到公社食堂做饭，并带头

在农田里参加劳动。由于丈夫的领导身份，即便
痛苦，她也不能显现出丝毫的懈怠。“俺那孩子，
领着的，抱着的，我也得挣啊！他当大队长，你不

先领着行啊？走慢了，社里不依，咱领着孩子上头

里去。俺挣的很少，那大男人一天才十分工，俺就
五六分。”由此可见，集体化时代这种片面追求动

员缠足女性参加社会生产的做法，非但没有让她

们获得彻底的解放，反而在客观上对她们造成了

困扰和伤害。

四、结语

缠足风俗绵延千年，历经兴衰荣辱。在传统时
代，它不仅代表着一种审美趋向，还被赋予了深

厚的道德意蕴。缠足不止是一种外在美，还意味
着女性对传统性别规范的遵从。近代以来，随着
西方文明的不断传播，缠足作为一种奇异的风

俗，被西方人置于一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中加

以重新审视。人们认为，缠足不仅损害女性身心
健康，而且导致民族积弱不振。近代中国的知识
精英将西方人对缠足的认识加以吸收，把妇女双

足的解放视为抗敌御侮和复兴国族的重要一环。
以往关于缠足史的研究，由于材料所限，一些

议题很难涉及。如缠足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放
足后的人生经历等等。而由他者言说所形塑的近
代中国反缠足思想，其有关缠足女性的描绘也呈

现出某种自相矛盾的面貌，难以窥探出事实的真

相。经由缠足女性及其亲属的口述访谈，可以发
现缠足确实会对女性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

种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男女的性别分工

模式。淄博地区的缠足女性早年在原则上不从事
农业生产劳动，这既是对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遵

守，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集
体化时期，政府将缠足女性动员起来参与公社的

农业生产劳动。然而，广大缠足女性在从事社会
生产的同时，还要继续承担繁重的家庭劳动。对
那些无法放足或放足不成功的缠足女性而言，这

种解放或许不啻一种新的苦难。当然，无论是哪
种情况，缠足对女性身体与日常生产劳动的影

响，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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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Speech”and“Self-narration”: Daily Work of Foot Binding Women
in Zibo, Shandong Province

ZHAO Tianlu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foot binding was not only regarded as an“undesirable custom”which harmed wom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also the culprit for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se ideas were from

other people, not from foot binding women’s“self-speech”and personal feelings.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in Zibo,
Shandong Province, it showed the actual effects of foot binding brought to the female bodies and the daily production

work. In early years, the local foot binding women were mainly engaged in various types of family work, not

agricultural work. This was not the same with the traditional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but also confirmed the adverse

effect of food binding o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collectivization, the foot binding women were mobilized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began to burden the double pressures of the family and society, which had

distin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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